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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團隊

誤判的省思
The Human-Machine Team Failed 
Vincennes
取材/2018年7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 July/2018)

複雜高壓的戰鬥環境中，如何利用科技輔助

人類做出重要的決策至為關鍵。過往美軍艦

文森斯號組員犯下的慘重代價，提供我們對

人機介面的深度省思。最終，決策者和機器間

的人類連結才是保有軍事優勢的利器。

1988年，美軍艦文森斯號(USS Vin-

cennes , CG-49)係具備頂尖科

技與戰力強大的飛彈巡洋艦，一如專業的艦上組

員，艦長亦是一位經歷豐富的戰鬥軍官。然而，

該艦卻於1988年7月3日誤擊一架民航客機，造成

機上256名乘員全數罹難。原本用以增加殺傷力

並提供先進狀況覺知的人機系統，卻在戰鬥壓力

下發生悲劇性失誤。隨著現代戰爭複雜度日益增

加，加上資訊優勢的需求，驅使各軍種更加仰賴

以科技輔助的決策體系，文森斯號事件無疑對科

技與人工決策間之融合提供了獨特視角，它提出

了一項疑問：為何先進科技與資深人員的組合會

發生致命錯誤？

軍方對於科技的仰賴日益加深。摩爾定律

(Moore’s Law)似乎將持續發生，而人工智慧、大

數據與深度學習則必將改變戰鬥決策的模式。1 

單憑經驗、直覺及訓練，都已不再足夠。科技躍

進指日可待，無論美國或其敵國都有可能從中取

得優勢。文森斯號事件所帶來的省思，是未來如

何將人類決策者與決策工具進行整合。這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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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採用與使用科技的經驗教訓，並藉此得知

人類如何解讀資訊、對資訊來源的信任程度─

尤其是在承受威脅的環境下─以及人機之間的

互動關係。

血染深海
隨著伊朗與伊拉克於1980年代的戰火愈演愈

烈，兩國開始鎖定美國及其他中立國家的船艦，波

斯灣情勢就像水淹羅馬競技場般危險。伊朗在海

上恣意佈放水雷，造成船艦損毀與人員死傷。2 伊

朗和伊拉克均擁有匿蹤攻船飛彈，可以貼著海面

飛行數哩之遠。荷莫茲海峽情勢緊繃，小型船艦

「群集」攻擊的威脅未曾間斷。1987年春季，美海

軍於是奉命部署至該海域，設法重新暢通航運通

道，並保護掛著美國國旗的油輪。除了處於這些人

為威脅之下，海軍官兵還得對抗炙熱難耐的高溫，

以及飛掠過海浪的沙塵暴遮擋所有的視線。3  

7月3日清晨，文森斯號面對13艘伊朗小型船隻

(瑞典製博格瑪爾[Boghammer]武裝快艇)的火力

攻擊。4 在交火過程中，艦上主要的50機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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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逼得艦長羅哲斯(William C. Rogers III)上

校只能啟用另一挺堪用的機槍，同時下令以時速

30節滿舵全速迴旋。5 正當文森斯號與伊朗武裝

快艇交戰之際，艦上船員偵測到一架不明飛機正

從阿巴斯港(Bandar Abbas)軍民兩用機場起飛，

並朝著文森斯號的方向而來。6  

伊朗航空655號班機機長禮薩揚(Moh s e n 

Rezaian)當時並不清楚下方正發生這起衝突事

件，機上搭載的255名乘客與機組人員也不知道

他們正飛往這艘先進的防空巡洋艦。依循交戰

規則，文森斯號曾嘗試多次警告這架不明飛機(發

出「敵機」[bogey]訊號)。艦上目標觀測官回報了

好幾次敵機已「轉換原本飛行路徑、採取攻擊姿

態，同時朝著文森斯號高速下降，並顯示為『詢

答機模式二』(squawking mode II，僅軍用飛機會

使用之詢答機資訊)。」7 

最後，目標觀測官明顯錯誤回報該機是屬於伊

朗的F-14雄貓式(Tomcat)戰機，在其飛行高度1萬

3,500呎，距離8哩時，羅哲斯艦長下令發射了兩

枚防空飛彈。接著這架空中巴士A300噴射客機

便遭到飛彈擊中，並自高空如同自由落體般飄落

下來，時間長達1分鐘以上。8 從後續的新聞報導

中得知，飛機殘骸中的許多罹難者身上都還穿著

救生衣。9 

關鍵疏失
文森斯號艦上組員犯下代價慘重的錯誤，尤

其是在解讀感測資料的環節，亦即人機介面上。

事後從文森斯號的神盾目標標定系統資訊分析

得知，655號班機遭到追蹤時其實持續處於「爬

升」階段，然而回報給艦長的訊息卻是該不明飛

機正在下降並進入攻擊姿態。這部分應該是所有

誤解感測資訊中最重大的戰術誤失。10 (值得注

意的是事發當時，神盾系統的指管監視器未能顯

示被追蹤飛機的所在高度。11) 陸戰隊上將奎斯

特(George Crist)在該事件的報告中證實了這點，

「儘管影響羅哲斯艦長下達決心的因素眾多，然

最後由○○○(姑隱其名)回報該架飛機正朝軍艦

方向快速下降的訊息至為關鍵。」12 

另一項重大疏失，在艦上組員當時回報655號

班機的詢答機訊號為軍用機種。13 事後檢視神盾

系統上的數據顯示，該機上所發出的詢答機訊號

為模式三，係屬民航機所用。而這項錯誤的資訊

很可能是影響艦上組員誤判該民航機為敵F-14

戰機的主因。

在激烈的戰況下，更難以辨別民用與軍用飛

機。該艦艦長擁有當時美軍最頂尖的防空科技，

仍無法精準區別何為敵機。在巨大的壓力之下，

他握有的決策資訊卻僅限於特定錯誤的飛行路

徑與高度資訊。他的部屬未能透過目標標定系統

察覺與傳遞正確的資料(要是伊朗刻意發動更多

架次的多重攻擊行動，則戰術決策環境只會變得

更形複雜。)鑑此，該事件能為將來進行決策科技

的研發者提供借鏡。

科技教訓
655號班機擊落事件凸顯出戰鬥環境的混亂情

境，但也揭示了科技應用的教訓，以及在壓力情

況下應如何運用科技。這些教訓使我們對人機決

策的利害面有更深層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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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戰鬥中至為關鍵。為了保有時間，領導

者願意用空間來交換時間，也願意放棄資源，乃

至將行動向後推延。當然，對時間的認知也非常

重要，而這也必須隨著狀況的不同而改變。

舉例而言，當時這架655號班機的飛行時間共

計7分05秒；羅哲斯上校從知道該機存在到下達

發射飛彈的命令間共有4分鐘。基於多重決策責

任的要求條件下，對可用時間的認知會有所變

化。就本案而言，羅哲斯艦長在交戰期間，尚須

肩負另外兩艘軍艦的戰術管制權，分別是美軍艦

蒙哥馬利號巡防艦(USS Elmer Montgomery , FF-

1082)及賽茲號飛彈巡防艦(USS Sides , FFG-14)。

於此同時，他還準備接手指揮正在接近波斯灣海

域的美軍戰鬥機，而這些都發生在他與多支海上

敵軍作戰的當下。14 

現代科技壓縮了戰鬥時的可用時間。武器的精

準度、速度與射程日益精進，不但提高了殺傷力，

也縮短了決策者下達決心的時間。同步增加的還

有感測數據來源的數量與種類，這些來源的範

圍、精確度及通信能力都已大幅提升。

科技必須替指揮官創造時間，消除緊縮所形成

的壓力，同時在正確的時間下，透過合用的格式，

將適當的資訊提供給作戰人員。人類能夠處理的

資訊量有一定限度，然而資訊的蒐集卻不能受到

限制。未來的系統設計必須能夠大量吸收數據，

但也要透過先進的演算法則，將這些數據以人類

能夠理解的方式加以分配。科技能藉由傳遞實用

且可理解的訊息，以產出正確有用的關聯性及預

測，並替作戰人員延長可用的決策時間。

傳遞方法將決定這些資訊流在戰鬥中減少或

放大混亂的程度。人因工程是一門學問，用以理

解人們如何與機器及數據互動，美海軍及其他軍

種有必要將其要素融入系統設計當中。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而在壓力之下的認知限

制則變得更為明顯。這些束縛通常會讓人們產生

先入為主或偏執的心態。所謂「確認偏誤」(con-

firmation bias)現象，亦即人們心中會尋求有利的

證據來支持預先的想法，有可能就是影響文森斯

號艦上官兵的心態。

羅哲斯艦長相信來自空中的威脅迫在眉睫，這

意味著此種確認偏誤的情資有可能已經灌輸於

他的腦中。根據調查結果顯示，羅哲斯艦長「承認

他當時的判斷受到以下因素影響：7月4號所(預

先)發布的情資警訊、近期F-14戰機部署於阿巴斯

港機場、先前相關報告指出伊朗F-14戰機採用詢

答機模式二……以及當時他正經歷的海上交戰狀

態。」15 一旦敵對狀態形成，艦上組員就有可能會

開始尋找相關證據，以證實該不明飛機正是飛來

支援攻擊武裝快艇的戰機。

同樣地，透過被情緒影響的「框架偏誤」(fram-

ing bias)，人類的認知會傾向扭曲風險評估，阻礙

了客觀的決策過程。有別於所有可能的結果都指

向有利的情況，當所有可能的結果都指向有害，

決策者在有潛在損失可能性的情況中，往往傾向

假設更多風險的存在。16 就文森斯號的狀況而

科技應於戰鬥中為決策者創造時間，

而不是單純提供資訊。

機器理當協助克服人類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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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框架偏誤恐怕已經影響到

攻擊該飛機的決心。事件發生

當下，美海軍早已決意不要「承

受第一擊」，以免重蹈一年前

發生於美軍艦史塔克號飛彈巡

防艦(USS Stark , FFG-31)的覆

轍。17 史塔克號當年是被伊拉

克F1幻象戰機所發射的兩枚飛

魚(Exocet)空對面飛彈擊中，造

成37名官兵殉職。為了避免重

演當年事件，此種想法有可能

已經影響了艦上官兵的情緒狀

態，並造成羅哲斯欲先發制人

的行為，這不但改變了他對於涉

入風險的認知，也妨礙了他合

理判斷風險的能力。

由於諸如此類的偏見，在諸

多重要變動因素交雜的環境

中，人類的心智無法透過數理

精算做出理想的決策，而將戰

鬥決心完全交付機器並非人們

所望，但是最糟情況卻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機器確實有助於某些可以進行統計的風險，精準

地評估後果。只要機器評估的結果能夠為人理

解，決策者便可以運用這些結果，在戰鬥決策上

增進他們的直觀能力、軍事素養及經驗。

根據文森斯號防空作戰官所述，他在毫不自知

的情況下向艦長錯誤回報655號班機資訊，「數

據對我而言並不具任何意義，因為我對他人回報

我的想法……我知道我所操作的這部機器是可

靠的……當系統回報該機距離

船艦很近、高度正在下降，且

正在加速接近時，我沒有理由

質疑。」18 時任美國參謀首長聯

席會議主席的克洛(William J. 

Crowe)上將證實決策者對於人

為因素的依賴：「這些軍官信賴

戰鬥團隊提供的資訊不僅合乎

情理，而且在高壓的環境中有

其絕對必要性。」19 機器與決策

者之間的聯繫必須透過人與人

之間的連結。

信任機器的動態過程相當複

雜，而人們信任科技的程度取

決於對風險的了解。那些在工作

上和機器密切相關的人必須信

任科技，但也必須了解機器錯

綜複雜的作業過程、演算方式，

以及彼此間的關聯及其限制。

複雜的數據系統採用最新的數

據科學形式，搭配獨特的統計

推演技術；此種持續攀升的複雜度本身需要更多

的技術專業與訓練。20 

但採用先進分析科技必須從現在開始。美海軍

部門必須儘早從學校教育中找出具備數據科學

專業的軍士官，並培育他們因應該項挑戰。還有，

先進數據科技必須現在就應用於模擬、兵棋推演

及實際情況上。此外，美海軍部門應當持續選派

軍事人員，讓他們有機會和谷歌或亞馬遜等業界

領導人一同參訓，期能將商用尖端科技應用於解

2016年10月，美軍艦尼采號飛彈驅

逐艦(USS Nitze, DDG-94)遭到胡塞

反叛軍攻擊，該艦當時並未成功偵

測到來襲飛彈。據報導，該艦的神盾

系統並未正確設定，因而引發人機

介面的新問題。(Source: USN/Steve Smith)

人類或許會信任機器，但

人還是相信人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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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軍事問題，並且推廣相關計畫。

為了能於未來獲致軍事優勢，美

軍必須透過教育、實務及對先進

科技的深入了解來建立對機器的

信任。

人類連結
文森斯號的艦長是站不住腳

的。敵對環境中摻雜民航機的起

降，加上艦上官兵沒有承受第一

擊的意願，這艘時下最先進的飛

彈巡洋艦，在人為因素的失敗下，

終究未能防止悲劇的發生。

美海軍及其他軍種均仰賴科技

來維持軍事優勢。但是在戰鬥決

策者和機器之間的人類連結才是

保有該資訊優勢的關鍵。美海軍

從文森斯號和伊朗航空655號班

機事件中所得的經驗，與未來人

機系統發展息息相關，而這將決

定未來美國的海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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